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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籍考》是清代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，其以

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为学术宗旨，内容除史部外，

而兼经、子、集。因其气象宏大，吸引众多官员赞助

支持、众多士人参与编纂工作。《史籍考》编纂自乾隆

至道光，手稿数易其主，最终毁于战火，未能刊行于

世，成为中国古代史中一大憾事。其纂修缘起及经

过扑朔迷离，引起学界关注和探讨。如林存阳先生

将《史籍考》的编纂分为三个阶段，肯定毕沅、谢启

昆、潘锡恩等官员对《史籍考》编纂的推动作用①；乔

治忠先生探析章学诚投奔毕沅幕府诸多细节，褒扬

周震荣对《史籍考》编纂的倡导之功②；笔者也曾通过

考察周震荣《上李观察书》一文的写作时间、受文对

象及内容，提出时任直隶通永兵备道的李调元为编

纂《史籍考》的最早提出者，周震荣为《史籍考》编纂

体例的最初设计者③。不过笔者近来通过对李调元、

周震荣及章学诚的学术经历及其著述进行深入分

析，发现章学诚不但是《史籍考》体例与内容的总设

计师，而且李调元《史籍考》编纂设想的提出，也深受

他的启发和影响，因此，对其在《史籍考》编纂中的作

用需要重新评估。

一、章学诚最早提出《史籍考》编纂设想

当前学界多认为《史籍考》的最初编纂是在乾隆

五十三年(1788)，由学者型官员毕沅赞助、章学诚主

持开局。而据章学诚自述，编纂《史籍考》之最初动

议，则是由其好友周震荣提出，“丁未之仲冬，其端自

永清周尹发之”④。但是，收于周震荣《四寸学残存》

中的《上李观察书》⑤则表明，《史籍考》编纂的首倡者

另有其人，并与周震荣关系密切。《上李观察书》是在

乾隆四十七年(1782)，时任永清知县的周震荣致时任

通永兵备道李调元的一封信函。开篇一句“昨章进

士来，仰知阁下将撰《史籍考》，此不朽盛业也”，此句

除说明了首先提出编纂《史籍考》的并不是周震荣，

还提到两个人物，一是“章进士”，即乾隆四十五

(1780)年进士及第的章学诚；二是“阁下”，即乾隆四

十六年(1781)除通永兵备道的李调元。初读此句，仿

佛首先是李调元萌生纂修《史籍考》的想法，告诉了

前来拜访的章学诚，章学诚又将李调元的想法转与

周震荣，周得知李调元“将撰”《史籍考》后，就《史籍

考》编撰的诸多事宜与李调元通过信函深入交流。

但实际上，李调元“将撰”《史籍考》的想法，是自己的

别识心裁，还是受到章学诚的启发，尚需进一步

探析。

《上李观察书》的受文对象李调元，是清代乾嘉

时期著名的藏书家，一生醉心于访书、藏书。乾隆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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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年(1781)，李调元由广东学政升任通永兵备道，

驻通州。由于通州与京城近在咫尺，李调元得以时

时阅览京城四库馆中大量书籍，“每得善本，辄雇胥

录之”，倾毕生之力校刻的大型丛书《函海》的编订校

刻工程即始于此年，至乾隆四十八年(1783)完工，“裒

然成帙，真洋洋大观矣”⑥。《函海》不仅收录大量《四

库全书》未收的珍贵文献，更为可贵的是，李调元每

得一书，即认真阅读、仔细校勘，并为许多著述撰写

序跋，考证作者生平，从体例、内容、版本多方面评判

其价值与特点，如指出陆友仁《吴中旧事》“盖记其乡

之轶闻旧迹，以辅地志之缺者。其体例则小说家流

也”，征引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评价梁元帝《古今同姓

名录》“类书之起当在此时，故以此录为首考”。⑦大

有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之势。

《函海》虽收录诸多珍本，但李调元以“不徒以海

侈其经史子集之富丽”为编书宗旨，该丛书主要以收

录与保存蜀人著作为主。其在《函海总序》中所言

“实以年力半衰，欲借读书以化其凿枘不入之顽质

也”⑧，虽有自谦之意，但亦表明，为自己增长学识之

用乃是其校刻《函海》的主要动机。故其《函海》编纂

体例简单，并未按照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图书分类标准编

排体例。⑨李调元虽对《函海》诸篇详加校订，但若要

编纂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，并非只是考证错讹、辨

析版本，更需设计谨严的义例及宏大的规划，恰如章

学诚所认为的，经、子、集“三家多与史相通。混而合

之则不清，拘而守之则已隘，是抉择去取，不无搔首

苦心。《史考》之牵连，不如《经考》之截然划界也”⑩。

李调元虽学富五车，但一生专注文论、诗论，并不以

史学目录学见长。因此，从李调元编书的初衷来看，

在校刻《函海》的同时不会有另编一部工程浩大的史

学目录著作《史籍考》的想法，从其学术经历分析，他

并不具备这样的专门学术素质，故不可能独立地提

出《史籍考》的编纂设想。

但是，向周震荣述及李调元“将撰《史籍考》”的

章学诚，自小对史学尤其是校雠学有着浓厚的兴

趣。早在乾隆十八年(1753)章氏 16岁时，就系统学

习了纪传体的写法，独自编成一百多卷本的《东周

史》。21岁时“纵览群书，于经训未见领会，而史部之

书乍接于目，便似夙所攻习然者；其中利病得失，随

口能举，举而辄当”。24岁时即对史学著录提出独到

见解，“所笔记者，今虽亡矣，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

外，更当立图；列传于‘儒林’‘文苑’之外，更当立‘史

官传’”􀃊􀁉􀁓。此后，他对目录校雠之学深入钻研，乾隆

三十一年(1766)，章学诚“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，体

要多舛，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，约为科律，作书数

篇，讨论笔削大旨”􀃊􀁉􀁔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，他“检点

前后，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，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。

上探班刘，溯源《官礼》，下该《雕龙》《史通》，甄别名

实，品藻流别，为《文史通义》一书，草创未多，颇用自

赏”􀃊􀁉􀁕，在此基础上，至乾隆四十四年(1778)章学诚完

成《校雠通义》四卷。

理论建树的同时，章学诚积极主动地寻找将其

校雠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，以彰显其理论的价值与

现实意义。乾隆二十九年(1764)参编《天门县志》时

对于时人多将典故、行状、碑刻等人艺文志的做法进

行批判：“良由典故证据诸文，不隶本考，而隶艺文

志，则事无原委，不得不散著焉，以藏其苟简之羞；行

状碑版诸文，不隶本传，而隶艺文志，则人无全传，不

得不强合焉，以足其款目之数。”􀃊􀁉􀁖乾隆三十二年

(1767)，朱筠受诏撰修《顺天府志》，嘱章学诚经纪其

事，学诚遂将向与朋辈抵掌剧谈的目录学主张用于

该志书的编纂，“颇得行其六七”􀃊􀁉􀁗。乾隆三十八年编

纂《和州志》，乃是出于“《通义》示人，而人犹疑信参

之，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。《志隅》二十篇，略示推

行之一端，能反其隅《通义》非迂言可也”􀃊􀁉􀁘的考虑。

同年，他又“病诸史列传人名错杂，令人将《明史》列

传人名编韵为书。初欲通编全史人名，后以为功稍

繁，先将列传所著人名，通编为韵，更取诸篇人名重

复互见者，遍注其下，编为一卷”􀃊􀁉􀁙。章学诚校雠学理

论最为成功的一次运用则是乾隆三十七年(1771)，其
在安徽学政朱筠幕府，助幕主朱筠成功奏陈购访

遗书。

对于朱筠购访遗书的上奏源自章学诚的建议，

后人早有觉察，曾有章学诚“因请搜访遗书，仿刘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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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七略》条别群书，各疏原委，学士遂有征书之奏，而

《四库全书》之馆，自此开矣”􀃊􀁉􀁚的说法，但未提供充分

的证据。其实，翻阅《校雠通义》，朱筠“征书之奏”中

的四点建议在该书中皆有体现。如，奏折提出的“旧

刻抄本尤当急搜也”“官抄其副，给还原书”之建议，

与《校雠通义》中“校书宜广储副本。……夫博求诸

本，乃得雠正一书，则副本固将广储，以待质也”􀃊􀁉􀁛的

议论相呼应。奏折中提出访书的策略原则“中秘书

籍，当标举现有者，以补其余也。……请先定中书目

录，宣示外廷，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，则藏奔日

益广矣”，在《校雠通义》中亦有“中书不足，稽之外

府；外书讹误，正以中书；交互为功，同文称盛”的议

论。而此一陈述直接启发了朱筠提出校阅《永乐大

典》的建议，“臣在翰林，常翻阅前明《永乐大典》。其

书编次少伦，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。然古书之全而

世不恒观者，辄具在焉。臣请敕择其中古书完者若

干部，分别缮写，各自为书，以备著录。书亡复存，艺

林幸甚!”此外，奏折中“著录校雠，当并重也。……

臣请皇上诏下儒臣，分任校书之选。或依《七略》，或

准四部，每一书上，必校其得失，撮举大旨，叙于本书

首卷，并以进呈，恭俟乙夜之披览”的建议，章学诚在

《校雠通义》中亦有类似论述：“刘歆《七略》，班固删

其辑略而存其六。颜师古曰：辑略谓诸书之总要。

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，此最为明道之要，惜乎其文

不传；今可见者，唯总计部目之后，条辨流别数语

耳。……由刘氏之旨，以博求古今之载籍，则著录部

次，辨章流别，将以折衷六艺，宣明大道，不徒为甲乙

纪数之需，亦已明矣。”􀃊􀁊􀁒此段文字中作为“诸书之总

要”的“辑略”，即是朱筠奏折中的“撮举大旨”。

古代士人对于国家文化建设，没有直接进言的

机会，章学诚就曾发出“天何为而生才？才何为而见

需”􀃊􀁊􀁓的感叹。而投身于高官门下，不仅可满足谋生

需求，通过辅助高官大吏上奏来表述自己的学术主

张，亦不失为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极佳方式。因此，

虽然搜访遗书的奏折名义上属朱筠之功，而章学诚

借朱筠之口向朝廷陈述自己目录校雠理论并得到认

可与实施，这实则为其坚持捍卫自己的学术主张打

了一剂强心针。章学诚醉心史学，乾隆四十四年

(1777)，他在《校雠通义》成书后，就时时寻找将自己

的校雠理论付诸史学著述编纂实践的机会。乾隆四

十七年(1782)，当精于目录校雠之学的章学诚看到李

调元正搜书、校书时，提议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编纂

一部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那样的史学目录学著述

就理所当然了。李调元虽提不出这个建议，但作为

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，对其学术价值与意义还是有

着基本判断的，因而他接受了章学诚的建议，这也就

有了《上李观察书》中所说的“章进士来，仰知阁下将

撰《史籍考》”之事。因此，编纂《史籍考》设想的提

出，应该是章学诚直接影响的结果。

二、章学诚最早设计了《史籍考》内容与体例

《上李观察书》对于《史籍考》的编撰体例、大致

结构及各部分内容的处理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，甚

至成为此后章学诚开展《史籍考》编纂工作的实施纲

领。此后，章学诚于乾隆五十三年(1788)所作《论修

〈史籍考〉要略》及嘉庆三年(1798)所作《史考释例》中

对《史籍考》编纂的规划基本承袭了《上李观察书》中

的观点。􀃊􀁊􀁔表面上看，仿佛是章学诚受到《上李观察

书》的启发，其实，通读章学诚此前成书的《校雠通

义》及其他著述和文章，《上李观察书》中诸多观点在

章氏此前著述中早已出现。

其一，《上李观察书》提出“史有专官”的观点，建

议史书中设立“史官”一门，“至于史官建置，刘氏知

几考证已详。自唐以来亦须遍考，编于各类之末，以

昭职守”。而早在乾隆三十八年(1773)既已成书的

《和州志》中即有“天下之术业，皆出于官师之掌故”􀃊􀁊􀁕

的论断，“官守之分职，即群书之部次”􀃊􀁊􀁖，并强调设立

史官传的重要性，“夏礼能言，无征不信者也。他若

聚众修书，立监置纪，尤当考定篇章，复审文字，某纪

某书，编之谁氏，某表某传，撰自何人。乃使读者察

其臧慝，定其是非，庶几泾渭虽淆，淄渑可辨；末流之

弊，犹恃堤防”􀃊􀁊􀁗。至于《上李观察书》中提出“史有大

原”，建议“自黄帝六史以来，经传凡属史书一门，无

论有书无书，均宜考订，名之曰古史，列于正史一门

之前”的观点，章学诚在乾隆三十八年曾对郑樵考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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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流的做法大加赞誉：“郑樵生千载而后，慨然有见

于古人著述之源，而知作者之旨，不徒以词采为文，

考据为学也。于是遂欲匡正史迁，益以博雅；贬损班

固，讥其因袭。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，运以别识

心裁，盖承通史家风，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者也。”􀃊􀁊􀁘

亦曾对古人引经据典的弊端加以批判：“盖古人著

书，有采取成说，袭用故事者……其所采之书，别有

本旨，或历时已久，不知所出。”􀃊􀁊􀁙这些皆是其倡导追

溯“史之大原”的理论先声。

其二，《上李观察书》指出经学乃史学渊源：“今

按《春秋》《尚书》，俱是史学纲领，其后《汉魏春秋》

《汉魏尚书》，乃得有所统宗。《周官》为《职官》之祖，

《仪礼》为《仪制》之祖，《礼记》为《记传》之祖，莫非史

学渊源。”而在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中对于史学源流的

考查，亦追溯至经学：“刘氏《史通》述《尚书》家，则孔

衍《汉魏尚书》、王邵《隋书》，皆次《尚书》之部。盖类

有相仍，学有所本；六艺本非虚器，典籍各有源流。”

并且，在《校雠通义》中，章学诚认为天下各类著述皆

源自经学，“《汉志》叙录云：法家者流，出于理官。盖

法制禁令，《周官》之刑典也。名家者流，出于礼官。

盖名物度数，《周官》之礼典也。充类求之，则后世之

《仪注》，当附《礼》经为部次，《史记》当附《春秋》为部

次”，强调只有在目录处理中寻根溯源，“纵使篇帙繁

多，别出门类，亦当申明叙例；俾承学之士，得考源

流，庶几无憾”。􀃊􀁊􀁚

其三，《上李观察书》中对于史部范围做了广泛

的界定，“经史子集分列四库，由来旧矣，然史所赅极

广，有宜采于经、于子、于集兼及类书者”。而章学诚

在《校雠通义》中就曾曰“史部日繁，不能悉隶以《春

秋》家学”，“《仪注》乃《仪礼》之支流，《职官》乃《周

官》之族属，则史而经矣。谱牒通于历数，记传合乎

小说，则史而子矣”􀃊􀁊􀁛。这里，章学诚已经发现史部包

罗广泛，经部、子部皆隶于史中。

其四，《上李观察书》中关于经部、子部、集部的

具体著录原则和方法的阐述，与章学诚在此前提出

的许多观点亦极为相似。《上李观察书》阐述对于经

部的处理，“诸经既关乎史，则本经白文即当著于录，

而经义已有其书，但注‘详《经义考》’，以见详为表里

之意。……此其采于经者也。如吕不韦《春秋》、韩

非《储说》，关于记事之篇，不可不历法参取”，这其实

就是章学诚在《校雠通义》中提出的互著法，“至理有

互通，书有两用者，未尝不兼收并载，初不以重复为

嫌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，但加互注，以便稽检而

已”􀃊􀁋􀁒。针对以往“类书向入子部”的现象，《上李观察

书》中提出对于子部类书的处理“宜采有原委者，如

博物、典汇、经济类编之等，入故事门”。而在《校雠

通义》中，章学诚对于类书的归属阐述则更加系统：

“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，隋唐以来之编次，皆非也。

然类书之体亦有二：其有源委者，如《文献通考》之

类，当附史部故事之后；其无源委者，如《艺文类聚》

之类，当附集部总集之后，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。”􀃊􀁋􀁓

这里，学诚对于类书中“有源委者”“附史部故事之

后”的安排与《上李观察书》中的“入故事门”的著录

原则完全一致。

《上李观察书》对于集部著录的阐述最详。如关

于集部中的碑碣记传状诔，认为其属于“史氏传记一

门之要删，必取摘篇卷，著于录，以成大观”。而章学

诚在《和州志·文征》中设《征述》一门，即专收志状碑

铭，“征述者，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。其文与列

传图书，互为详略。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，文人别集

之中，应酬存录之作，亦往往有记传诸体，可裨史事

者”􀃊􀁋􀁔。此后，章学诚在《永清县志·文征》中设《征实》

一门，明确指出“《征实》之文，史部传记支流”，其内

容即为传状碑刻，“其传状之文，有与本志列传相仿

佛者，正已详略互存，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。……

碑刻之文，有时不入金石者，录其全文，其重在征事

得实也。仍于篇后著石刻之款识，所以与金石相互

见也”􀃊􀁋􀁕。因此，章氏这种把碑、铭、序、述等虽无传记

之名而实具传记之质的文本统入“传记”类下的观点

早已产生。再如《上李观察书》中“凡文集中诏诰奏

议，旧归集部者，宜采篇卷入故事门”的观点，在章学

诚《校雠通义》中就有“制诰与表章之类，当归故事而

附次于《尚书》；焦氏以之归入集部，则全非也”􀃊􀁋􀁖的论

断，对明代焦竑《国史·经籍志》中将制诰表章归入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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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进行批判。又如《上李观察书》针对“《新唐书志》

有文史一门，论史诸书皆入集部”，认为“宜取论文诸

书有论史者，概入史评之下”。而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

中对“文史评”一门的收录原则作了系统阐述，“评点

之书，附于文史评之下，庶乎不失论辩流别之义

耳。……且如《史记》百三十篇，正史已登于录矣。

明茅坤、归有光辈，复加点识批评，是所重不在百三

十篇，而在点识批评矣，岂可复归正史类乎？谢枋得

之《檀弓》，苏洵之《孟子》，孙矿之《毛诗》，岂可复归

经部乎？凡若此者，皆是论文之末流，品藻之下乘，

岂复有通经习史之意乎？编书至此，不必更问经史

部次、子集偏全，约略篇章，附于文史评之下，庶乎不

失论辨流别之义耳”􀃊􀁋􀁗，书中“文史评”下的“论文之末

流，品藻之下乘”及“点识批评”之作，就包括《上李观

察书》中“史评”下的“论文诸书有论史者”。

章学诚曾曰：“至于史学义例、校雠心法，则皆前

人从未言及，亦未有可以标注之名。”􀃊􀁋􀁘表明其校雠学

理论的独创性。反观《上李观察书》署名作者周震

荣，其虽好读书、藏书，“购书都市，兼车累箧”􀃊􀁋􀁙，但并

不以史学或目录学见长，其传世文集《四寸学残存》

中关于校雠理论的文章，除《上李观察书》外别无他

篇。此外，《校雠通义》在乾隆四十六年(1781)章学诚

游大梁被盗，而《上李观察书》作于次年，信函最后两

句“以上诸条，记忆所及如此，未足尽《史籍考》之体

例也”，也与彼时章学诚失去《校雠通义》仅凭记忆陈

述的状况相呼应。因此，综合《上李观察书》写作时

间及内容等诸多因素推断，《上李观察书》虽署名周

震荣，实乃章学诚所撰，该文其实是章学诚对自己以

往目录学理论的归纳、总结与提升，章学诚才是《史

籍考》内容与体例的最初设计者。

李调元在章学诚的启发与建议下，产生“将纂”

《史籍考》的想法。那么，章学诚为什么要借周震荣

之口而不是亲自向李调元阐述自己的编纂设想呢？

这有其难言之隐。由于乾嘉时期注重训诂考据的学

术风气，义理之学受到打压，哪位学者若有义理的生

发，则“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”􀃊􀁋􀁚，即便是因

“深通训诂，究于名物制度”而闻名的戴震，“及戴著

《论性》《原善》诸篇，于天人理气，实有发前人所未发

者，时人则谓空说义理”，而“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

水朱氏，箨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，可为寒心”。􀃊􀁋􀁛在这

样的学术氛围中，章学诚惊世骇俗的史学观点，更

是不被时人接受，“故为先生之学逆风会，而为休

宁、高邮之学也顺风会。逆则不乐从，而顺则人人

皆骛之……则先生之书之不大显于时也，固其宜

矣”􀃊􀁌􀁒。章学诚曾曰：“校雠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部次

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非深明于道术精微，

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后世部次甲乙，纪录经

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阐大义，条别学术异同，使

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不十一

焉。”􀃊􀁌􀁓因此，乾隆三十七年(1772)，他著成《校雠通义》

中《原道》诸篇，除业师朱筠、好友邵晋涵外，“质于朋

辈，莫不哑然引去”􀃊􀁌􀁔。嘉庆元年(1796)，他初刻《文史

通义》若干篇求教学界，却因文章“题似说经，而文实

论史”，受到“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，以为有意

争衡”􀃊􀁌􀁕的讽刺，可以想见章学诚在当时学术圈中孤

立无援的尴尬情状。

章学诚的学术观点不被时人理解，直接导致其

入幕之难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)，章学诚曾经托付邵

晋涵，以“不乖今人之视听，而不掩鄙人之所长”，向

时任陕西巡抚的毕沅引荐入幕，但毕沅以“覆以缓

商”􀃊􀁌􀁖为借口推脱了。有鉴于此，章学诚曾提醒师友

不要与他人道及自己的学术主张，“学诚从事于文史

校雠，盖将有所发明。然辩论之间，颇乖时人好恶，

故不欲多为人知。所上敝帚，乞勿为外人道也”􀃊􀁌􀁗。

及至嘉庆元年(1796)，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成书后，

为避免时人的抨击，亦并未敢公之于众，“拙撰《文史

通义》，中间议论开辟，实有不得已而发挥，为千古史

学辟其蓁芜，然恐惊世骇俗，为不知己者诟厉，姑择

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，以为就正同志之资，亦尚

不欲遍示于人也”􀃊􀁌􀁘。有鉴于此，章学诚于乾隆四十

六年底由河南到北京，当与本年才擢授直隶通永兵

备道的李调元相遇后，当章学诚在谈话中提出编纂

《史籍考》的建议时，他虽对编撰体例早有腹稿，但考

虑到二人接触时日较短，尚无深交，更主要的是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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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自己的目录学观点多不被时人理解的顾虑，未敢

冒昧与李调元直接交流关于《史籍考》编纂的诸多想

法。在章学诚的官员朋友中，除朱筠理解并支持其

史学思想外，尚有时任永清县令的周震荣。乾隆四

十四年(1779)，章学诚纂《永清县志》成书后，周震荣

曾“置酒高会，出《永清志》示坐客”􀃊􀁌􀁙，表现出对章学

诚史学才华的欣赏。因此，章学诚认为借助在学界

与政界皆有一定影响力并为学术知音的周震荣，比

自己这样一个不被世人接受的底层士人直接向李调

元陈述，应有更大的说服力。周震荣对章学诚编纂

《史籍考》的实施方案极为赞同，章遂趁热打铁，以周

震荣的名义起草书信后第一时间向李调元致函。《上

李观察书》的观点得到李调元的认可，只因李调元随

后获罪落职，无暇无力顾及《史籍考》的编纂而作

罢。于是，此后的乾隆五十二年(1787)，章学诚在投

奔毕沅幕府时，再次以周震荣作为引荐人，将周震荣

说成是《史籍考》的最初提议者，并且由周震荣向毕

沅陈述《史籍考》编纂的诸多问题，也是出于同样的

考量。

三、《史籍考》的编纂促使章学诚史学理论走向

成熟

早在乾隆四十七年(1782)的《上李观察书》中，章

学诚即指出《经义考》中小学一门收录之不足：“历代

《艺文志》有小学一门，《尔雅》《三仓》，训诂一例之书

也，乃有《尔雅》，无字书韵书，则小学不备”。而直到

乾隆五十七年(1792)，翁方纲作《经义考补正》时，才

发现《经义考》中“小学未能自为一类，宜与宣讲立学

同补，拟以愚得，续录成帙”􀃊􀁌􀁚，才有谢启昆编纂《小学

考》之役。这既表明章学诚高远的学术视野，又显示

出《史籍考》以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为宗旨所建构

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博大融通。因此，《史籍考》的编

纂工作虽断断续续，但章学诚在开展这一“不朽盛

业”的过程中，收获颇丰。此前，章学诚对于目录学

的独到见解只能付诸于地方史志的编纂实践，因此，

他虽强调“州县志乘即当时一国之书”，但由于方志

内容与规模所限，运用正史或通史的编纂理论编纂

方志，有时未免分类繁琐，甚而有小题大做之嫌。

如，乾隆三十九年(1774)编纂《和州志》时，和州地区

原本书籍较少，章氏仍按照《七略》的图书分类原则

著录一州之书，从而导致每类目下内容极少的尴尬

状况，迫使章学诚不得不做出“其类例所无者，则姑

阙之，以俟补缀”􀃊􀁌􀁛的变通处理。对于《史籍考》这种

收录历史书籍的专科目录著述的编纂，章学诚可完

全将他积蓄已久的史料学、文史书籍编纂学及目录

学的方法和理论，用于其中。而在编纂实践中，又促

使其校雠学理论乃至文史理论得到极大生发，“是以

约计吾徒著述之事，多在五十六十之年，且阅涉至是

不为不多，中间亦宜有所卓也”􀃊􀁍􀁒，学诚在此语中提及

的其学术黄金时期“五十六十之年”，即从乾隆五十

二年(1787)至嘉庆初年，而这一时间段正是其编纂

《史籍考》的整个过程。

一个人学识的增长，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

的结果。如果说，一次深刻的交流，一篇深刻的文

章，一个静谧的环境，是产生灵感的助燃剂，而对某

一问题深入持久的思考则是激起智慧火花的原材

料。从乾隆四十七年(1782)章学诚提出《史籍考》编

纂设想至嘉庆四年(1798)后被迫放弃《史籍考》编纂

这段时间，章学诚的理论创作迎来一次次高峰。乾

隆四十八年(1783)秋间，他主讲的永平敬胜书院生徒

赴试散去后，“自七月初三日置册，结草讫九月初二

日，阅两阅月而空册已满，得书七篇，分八十九章，三

篇不分章者不与，总得书十篇，记字二万有余”􀃊􀁍􀁓，其

《文史通义》中的《言公》(上、中、下)三篇、《诗教》(上、

下)两篇皆写于是年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)《史籍考》

开局后，其作《论修史籍考要略》，从“古逸宜存”“家

法宜辨”“剪裁宜法”“逸篇宜采”“嫌名宜辨”“经部宜

通”“子部宜择”“集部宜裁”“方志宜选”“谱牒宜略”

“考异宜精”“官制宜详”“制书宜尊”“禁例宜明”“采

择宜详”诸方面，详论《史籍考》在资料收集、内容考

订、著录方法上的具体工作，较之《上李观察书》更加

系统、深入。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在《史籍考》搜集资

料阶段，学诚“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，中间颇有

感会，增长新解”􀃊􀁍􀁔，于是在《校雠通义》被盗八年之

后，对其重新编订校正，“以意为更定，与诸家所存本

··40



2023.11 历史学

HISTORY

又大异矣”􀃊􀁍􀁕。并且此时，章学诚正式将《校雠通义》

从《文史通义》中独立出来，单独成书，表明其校雠理

论已自成体系。而就在《史籍考》编纂工作中，学诚

“比日与洪、凌诸君为中丞编《史籍考》，泛览典籍，亦

小有长进。《文史通义》亦庶可藉是以告成矣”􀃊􀁍􀁖。乾

隆五十四年仅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这短短的十几

天，就写成《文史通义》内外二十三篇，“生平为文，未

有捷于此者”􀃊􀁍􀁗。在毕沅失势、史局解散的嘉庆元年

(1796)，章学诚“课诵之余，得以心力补苴《史考》”􀃊􀁍􀁘的

过程中，集其文史思想及理论之大成的《文史通义》

终于成书。

在编纂《史籍考》的过程中，章学诚以“辨章学

术，考镜源流”为治学宗旨，探讨天下典籍之本源，

“六经皆史”的观点逐步形成。早在乾隆二十九年

(1764)，章氏就曾有经与史、子、集三部相通的论断：

“《大易》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，一子书耳；《书》与《春

秋》两史籍耳；《诗》三百篇文集耳；《仪礼》《周官》律

令会典耳。”􀃊􀁍􀁙乾隆四十七年(1782)，他在《上李观察

书》中又提出“史所赅极广，有宜采于经、于子、于集

兼及类书者”的著录原则，认识到史与经、子、集的相

融关系。乾隆五十三年《史籍考》开局，章学诚以史

籍“取多用宏，包经而兼采子集”为宗旨，开展资料搜

集工作的过程中，发出的“愚之所见，以为盈天地间，

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学，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

以垂训者耳。子集诸家，其源皆出于史”􀃊􀁍􀁚的宏论，成

为“六经皆史”的先声。在此基础上，乾隆五十四年

(1789)其所撰《原道》篇，开篇即言“六经皆史也，六经

皆先王之政典”，明确提出“六经皆史”的命题。其所

撰《经解》《释通》《原学》《史释》《史注》《传记》《文集》

《黠陋》《家谱杂议》《墓铭辨例》诸篇对通史、掌故、史

注、传记、文集、谱牒、墓志铭等诸多文体发展演变进

行系统阐述，皆是在史籍搜罗中形成的心得，扩大了

史学研究范围，也是“六经皆史”观点的理论升华。

日益成熟的史学理论，又促使章学诚对《史籍

考》的编纂工作不断完善。嘉庆三年(1798)，章学诚

入谢启昆幕，继续编纂《史籍考》时所作《史考释例》，

对书籍分类、著录、考订的阐述较之《论修史籍考要

略》又有很大的提升。“考订贵详端委，求于书之精要

者也；著录贵明类例，求于书之面目也”，于是他将之

前的一百十二目归为十二纲，五十七目。较之原子

目，有增加，如“史稿向不著录，今从诸书记载，采取

而成，乃属创始之事，若无凭籍，尚恐不免遗漏，盖前

人于此，皆不经意故也”；有删减，如“编年之中，原分

实录、记注二门，今以日历、时政记、圣政等记均合于

实录，而以记注标部”；有改进，如在仿朱彝尊《经义

考》“先分四柱”体例的基础上，对于书的卷数“间有

不注所出，今则必标出处”，“所以明其信而有证，此

朱氏未有之例也”􀃊􀁍􀁛，从而使整部著述结构更加清晰，

类目更加分明。至此，章学诚在《史籍考》编纂中，逐

步建立起宏大的史学专科目录新体系，形成古今学

术之间圆融通达的理论构架。

章学诚虽然一直努力将其独树一帜的史学理论

用于史书的编著，但终其一生，除《永清县志》外，其

所编纂著述多未能流传于世，如乾隆三十九年

(1774)，章学诚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聘，编摩《和州

志》，但由于“志仅详州而略于县，且多意见不合，往

复驳诘，志事遂中废”􀃊􀁎􀁒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，应亳

州知州裴振之邀，编修《亳州志》，但终因裴振的去任

未能刊刻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)，系统展现章学诚方

志理论的《湖北通志》，也因新上任湖北巡抚惠龄不

喜其文􀃊􀁎􀁓，校刊陈燠失心瞽说，最终未被刊行。乾隆

四十七年(1782)，章学诚提出编纂《史籍考》的设想，

先后得到李调元、毕沅、谢启昆、潘锡恩等诸多封疆

大吏的赞助与支持。他们对《史籍考》的编纂有如此

浓厚的兴趣，表明时人已认识到此乃“不朽之盛

业”􀃊􀁎􀁔。而《史籍考》的编纂自乾隆四十七年章学诚提

出，至道光二十七年(1847)付之一炬，历时长达半个

多世纪，亦未能成书，令人遗憾。其原因既有梁启超

先生所言的“造端太宏”􀃊􀁎􀁕，有章氏应对学术“因应社

会发展的可能性突变导致的源流不明”􀃊􀁎􀁖而产生的

“抉择去取”时的“搔首苦心”，而章氏自始至终试图

将其不被时人理解的目录学思想及文史理论倾注其

中，导致与合作人产生意见分歧，进而影响编纂进度

亦是主要原因，“吾之所为，则举世所不为者也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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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辞，近虽为之者鲜，前人尚有为者。至于史学义

例，校雠心法，则皆前人从未言及，亦未有可以标著

之名。……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，而吾

于心未尝有憾”􀃊􀁎􀁗，而这正彰显出章学诚史学思想具

有时人无法超越的进步性。

四、余论

综上所述，通过分析最早谈到《史籍考》编纂的

第一手材料《上李观察书》得出，章学诚乃是《史籍

考》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。虽然《史籍考》最

终未能成书，但章学诚作为《史籍考》的首倡者和总

设计师，一直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校雠乃至史学理

论贯彻其中。章氏承认自己“困于世久矣，坎坷潦倒

之中，几无人生之趣”，但他坚持“用其专长，殚经究

史”，虽“江湖疲于奔走”，却在“撰著于车尘马足之

间”􀃊􀁎􀁘，找到了人生乐趣与价值，形成“故有志于不朽

之业，宜度己之长而用之”􀃊􀁎􀁙的远大的学术理想，无私

的奉献精神。一旦他的思想及理论在实践中受到阻

挠，他则宁可放弃物质资助，也要捍卫己见：嘉庆三

年(1798)，在章学诚“遍吁请于显贵之门”􀃊􀁎􀁚的努力下，

时任浙江布政史的谢启昆接续《史籍考》的编纂工

作。但是，当章学诚《史籍考》编纂的诸多观点与谢

启昆产生严重分歧后，他没有因谢氏地位而退缩，因

面临由失业而陷入窘迫的生存状态而妥协，而是宁

可离开谢启昆幕府也要坚持自己的理论。也正是由

于章学诚对自己史学理论的坚持及在史学研究中的

忘我境界，为中国史学史留下宝贵的理论遗产。

在乾嘉时期以考经为务的学术背景下，章学诚

以《史籍考》的编纂为契机，对史学宏大的理解与建

构，从探寻史学源头所展开的学术批判，用史学思维

阐述义理所发出的诸多惊世之论，成为“乾嘉后思想

解放之源泉”􀃊􀁎􀁛，为我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创建了理论

先声。因此，《史籍考》的编纂对于章学诚史学理论

的成熟，意义也是非常重大。

注释：

①林存阳：《〈史籍考〉编纂始末辨析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

2006年第1期，第135-150页。

②乔治忠：《〈史籍考〉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》，《史学史研

究》2009年第2期，第38-45页。

③李金华：《〈史籍考〉编纂问题新探——周震荣〈上李观

察书〉考析》，《文献》2013年第1期，第184-191页。

④章学诚：《上毕制府书》，《章学诚遗书·补遗》，北京：文

物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611页。

⑤周震荣：《上李观察书》，《四寸学残存》，上海图书馆古

籍部抄本。

⑥李调元：《函海总序》，邓长风：《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》

上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67页。

⑦李调元：《函海》，清乾隆四十九年(1784)李氏万卷楼刻本。

⑧李调元：《函海总序》，邓长风：《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》

上册，第367页。

⑨查阅《函海》初刻于乾隆四十九年(1784)李氏万卷楼版

本，共二十函，前十函专门收录汉代至明代的巴蜀稀见文献，

第十一到十四函专门收录杨慎的著作，第十五到二十函收录

李调元本人的著作。

⑩章学诚：《史考释例》，《章学诚遗书·补遗》，第615页。

􀃊􀁉􀁓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三

《家书六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824页。

􀃊􀁉􀁔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三

《与族孙汝楠论学书》，第224页。

􀃊􀁉􀁕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三

《与严冬友侍读》，第707页。

􀃊􀁉􀁖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四

《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》，第860页。

􀃊􀁉􀁗章学诚：《与家守一书》，《章学诚遗书》卷二九，吴兴刘

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􀁉􀁘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四

《和州志·志隅自叙》，第887页。

􀃊􀁉􀁙章学诚：《与族孙守一论史表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九，吴兴

刘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􀁉􀁚沈元素：《章学诚传》，闵尔昌编：《碑传集补》卷四七，燕

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排印本，1923年。

􀃊􀁉􀁛章学诚：《校雠条理》第七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

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8页。

􀃊􀁊􀁒章学诚：《原道》第一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一，第

4页。

􀃊􀁊􀁓章学诚：《感赋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六，吴兴刘氏嘉业堂刊

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􀁊􀁔参见李金华：《〈史籍考〉编纂问题新探——周震荣〈上

李观察书〉考析》，《文献》2013年第1期，第184-191页。

􀃊􀁊􀁕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四

《和州志·艺文书序例》，第913页。

􀃊􀁊􀁖学诚：《原道》第一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一，第65页。

··42



2023.11 历史学

HISTORY

􀃊􀁊􀁗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四

《和州志·前志列传序例(上)》，第932页。

􀃊􀁊􀁘章学诚：《申郑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四，吴兴刘氏嘉业堂刊

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􀁊􀁙章学诚：《别裁》第四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一，第

24页。

􀃊􀁊􀁚章学诚：《焦竑误校汉志》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

二，第65页。

􀃊􀁊􀁛章学诚：《宗刘》第二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一，第

6页。

􀃊􀁋􀁒章学诚：《互著》第三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一，第

15页。

􀃊􀁋􀁓章学诚：《宗刘》第二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一，第

11页。

􀃊􀁋􀁔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四

《和州志·文征序例》，第578页。

􀃊􀁋􀁕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五

《永清县志·文征叙例》，第1034页。

􀃊􀁋􀁖章学诚：《焦竑误校汉志》第十二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

解》卷二，第65页。

􀃊􀁋􀁗章学诚：《宗刘》第二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一，第

12页。

􀃊􀁋􀁘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三

《家书二》，第817页。

􀃊􀁋􀁙章学诚：《周筤谷别传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一八，吴兴刘氏

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􀁋􀁚章学诚：《答邵二云书》，《章学诚遗书·佚篇》，第 644
页。

􀃊􀁋􀁛章学诚：《朱陆篇书后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，吴兴刘氏嘉

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􀁌􀁒张尔田：《章氏遗书序》，《章学诚遗书》卷首，第2页。

􀃊􀁌􀁓章学诚：《校雠通义自序》，王重民：《校雠通义通解》卷

首，第1页。

􀃊􀁌􀁔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外篇三

《上晓徵学士书》，第649页。

􀃊􀁌􀁕章学诚：《上朱中堂世叔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八，吴兴刘

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􀁌􀁖章学诚：《与邵与桐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九，吴兴刘氏

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􀁌􀁗章学诚：《上辛楣宫詹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九，吴兴刘

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􀁌􀁘章学诚：《与汪龙庄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九，吴兴刘氏嘉

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􀁌􀁙胡适：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“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二岁”条，

《胡适文集》第7集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59页。

􀃊􀁌􀁚翁方纲：《经义考补正序目》，《经义考补正》，《丛书集成

初编》第17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页。

􀃊􀁌􀁛章学诚：《和州志·辑略》，《章学诚遗书·外篇》，第560页。

􀃊􀁍􀁒章学诚：《与邵二云论修〈宋史〉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九，

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􀁍􀁓章学诚：《癸卯通义草书后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九，吴兴

刘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􀁍􀁔章学诚：《与洪稚存博士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二，吴兴

刘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􀁍􀁕章学诚：《跋酉东戌春志余草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九，吴

兴刘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􀁍􀁖章学诚：《与孙渊如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九，吴兴刘氏

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􀁍􀁗胡适：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“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二岁”条，

《胡适文集》第7集，第71页。

􀃊􀁍􀁘胡适：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“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二岁”条，

《胡适文集》第7集，第74页。

􀃊􀁍􀁙章学诚：《驳文选义例书再答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一九，吴

兴刘氏嘉业堂刊本，1922年。

􀃊􀁍􀁚章学诚：《报孙渊如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九，吴兴刘氏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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